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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 

 

审稿人意见： 

高兴有机会审阅这篇题为“下属人机协作与领导的多元反应：基于双系统加工视角”的

研究设想论文。总体上，这篇研究设想论文结合基金项目申请内容，针对人机协作如何改变

领导-下属关系，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研究问题，并运用双系统加工视角来开展理论分析，具

有一定创新性和理论贡献。与此同时，也看到一些有待改进的理论发展问题。我将逐一列出，

供作者参考完善。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对本文的肯定与鼓励，也感谢您提出的细致、专业且富有建设性的修改

意见。您的意见对我们进一步完善理论发展逻辑、优化研究设计与论文结构具有重要帮助。

我们已认真逐条研读并据此对稿件进行了相应修改和完善。 

 

意见 1：这个研究设想聚焦的现象是下属开展人机协作，领导如何感受及响应。那么，我建

议作者应当在论文引言最开始先界定清楚究竟什么是人机协作，是个体使用 AI就是人机协

作吗？这会影响后续案例以及研究设计的有效性。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宝贵建议。我们同意您的意见，在引言开头明确界定“人机协作”的内

涵，有助于提升研究情境的清晰性与理论一致性。因此，我们已在引言第二句补充了对人机

协作的界定（p.10）。 

具体而言，我们在阅读了两篇分别发表在 AMR和 OS的相关经典文献后，整合两篇文

章的观点，本文将人机协作界定为：在组织任务情境中，人类员工与 AI系统基于各自能力

共同参与任务执行，通过任务分工、信息交互或决策支持等方式实现目标的协同工作模式

(Anthony et al., 2023; Raisch & Krakowski, 2021)。在这一过程中，AI不再仅作为被动工具存

在，而是作为任务执行的重要参与者嵌入组织流程，对工作方式与决策逻辑产生实质性影响。 

上述定义主要依据如下：一方面， Raisch和 Krakowski (2021)的研究从管理视角区分了

“自动化”（automation）与“增强”（augmentation），并指出在人机增强情境中，人类与 AI

通过密切互动共同完成任务，这一过程体现了人机之间的协作关系。另一方面，Anthony et al. 

(2023)的研究进一步突破了将技术仅视为工具或媒介的传统视角，将 AI 视为嵌入工作系统

中的“协作参与者”（counterpart），强调其在任务执行中的主动作用及其与人类之间的互动

关系。综合二者，本文将人机协作理解为一种以“共同参与任务”为核心特征的工作模式，

而非仅将 AI视为被动工具的使用情境。这一定义既能够涵盖人机之间的互动与分工，也能

够解释 AI在组织流程中的嵌入性作用，从而与本文所关注的研究情境保持一致。 

详细修改请参见“引言”部分的第 2-3句，再次感谢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 

 

意见 2：当你提出“现有文献忽视领导如何心理和行为上回应人机协作”时，应当首先要构

建起合理性。比如，在实际工作场所中，员工开展人机协作都是自发的吗？还是说更多是领

导后组织安排的呢？如果是领导或组织安排的，那么是否因果关系更应该是领导怎么想怎么

做会影响员工人机协作表现？建议应该在引言最开始用案例或数据证据来说明，现有 AI变



革常常不是自上而下变，而是自下而上变？请考虑优化。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重要建议。我们同意您的观点，在引言中澄清人机协作的发生机制，有

助于增强研究问题的逻辑基础与现实合理性。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已在引言的第一段补充相

关数据与论述（p. 10），对当前人机协作的典型发生方式进行了说明。 

具体而言，现有证据表明，当前组织中的 AI应用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自下而上的扩散

特征。例如，MIT最新报告显示，尽管只有约 40%的企业为员工采购了官方 AI订阅服务，

却有超过 90%的员工在日常工作中频繁使用个人版 AI 工具，员工层面的 AI 采纳率是企业

正式采纳率的两倍有余（Challapally et al., 2025）；毕马威（KPMG）同期调查进一步印证，

中国职场 AI工具使用率高达 93%，远超 58%的全球平均水平（KPMG, 2025）；而智联招聘

发布的报告显示，目前中国仅 18%的企业已大规模使用 AI（证券日报网，2025）。上述数据

共同表明，企业层面的正式采纳率显著滞后于员工的实际使用率，形成了“个人实践先行、

组织相对滞后”的格局。基于此，我们在引言中明确指出了这一自下而上的变革特征，为后

续研究领导的回应行为提供了现实依据。 

与此同时，我们也想向审稿人说明本文对“因果方向”问题的进一步理解。我们认可审

稿人的逻辑：如果人机协作完全由领导或组织自上而下安排，那么研究重心确实应放在“领

导如何影响下属”这一因果链条上。然而，我们认为，即便下属的人机协作部分源于自上而

下的组织安排，只要该行为已经在工作场景中发生并被领导感知，它仍然会成为领导进行解

释、归因、评估并做出反应的重要线索。换言之，无论人机协作的起源为何，一旦下属的协

作行为进入领导的观察范围，就可能触发领导后续的心理与行为反应。因此，本文的核心关

注点是“领导如何回应已经存在的人机协作现象”，而非“领导如何推动人机协作的发生”。

前者在现有文献中相对缺乏关注，也是我们认为更具增量价值的理论贡献所在。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非否认“领导如何影响下属人机协作”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恰恰

相反，我们承认这一自上而下的因果关系同样具有研究价值，甚至可以作为另一个独立的课

题进行深入探讨。但受限于本文的篇幅和理论聚焦，我们选择将重点放在更缺乏关注的“领

导回应”层面。因此，我们按照您的建议，在引言部分引用了 MIT 最新的报告来说明 AI

变革的自下而上特征。 

详细修改请参见“引言”部分第一段内容，再次感谢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您的指正帮助

我们夯实了论文的逻辑起点，也使引言部分的论证更加扎实有力。 

参考文献： 

Challapally, A., Pease, C., Raskar, R., & Chari, P. (2025). The GenAI divide: State of AI in business 2025. MIT & 

LMIC. 

毕 马 威 (KPMG). (2025). 全 球 人 工 智 能 信 任 、 态 度 与 应 用 调 查 报 告 . 

https://assets.kpmg.com/content/dam/kpmgsites/xx/pdf/2025/05/trust-attitudes-and-use-of-ai-global-report.pd

f 

证 券 日 报 网 . (2025). 智 联 招 聘 ： 18% 的 企 业 已 大 规 模 使 用 AI. 

http://www.zqrb.cn/tmt/tmthangye/2025-12-22/A1766404777893.html 

 

意见 3：双系统加工理论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认知分析框架。但作者在运用这个框架进行具体

研究设计之前，建议应当进一步阐释，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框架，而非其他研究框架呢？一方

面，你可以从实际现象角度来分析，比如从很多案例总结发现，存在不同的响应行为。另一

方面，你也可以从理论角度来分析，比如领导面对这类挑战，以往文献主要是从哪个系统的

角度在分析，而相对忽略了另一个系统过程？总之，要强化运用该理论框架的合法性阐述。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建议。根据您的建议，我们从现实现象与理论不足两个层面，对相关内

容进行了补充与优化。 



首先，在现实现象层面，我们在引言第一段末尾通过典型案例的对比（p. 11），进一步

强调了领导在面对下属人机协作时存在明显的多元反应模式。文中所述案例表明，领导反应

并非单一且一致，而是具有明显的多元性特征，这为我们后面引入双系统加工理论奠定了基

础。相关修改请见“引言”第一段末尾。 

其次，在理论层面，我们在引言第三段对现有研究不足的概述中进行了补充（p. 11）。

具体补充内容如下： 

其次，在少数关注领导对下属人机协作反应的研究中，现有解释虽涉及多种机制，但仍

缺乏对其认知过程复杂性的系统刻画。事实上，领导在面对人机协作时的反应，往往同时包

含理性判断与直觉反应，不同认知路径可能在同一情境中并存，并导致领导产生不同反应。

然而，现有研究较少从整合视角同时刻画这些不同类型的认知加工，从而限制了我们对领导

多元化反应的理解。 

这段补充明确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即偏重单一路径解释），而忽略了双系统并存的可

能性。这为引入双系统加工理论提供了明确的理论缺口。 

第三，在“理论构建与创新之处”部分（p. 28），我们修改了第二点内容，突出采用双

系统加工理论的重要贡献。修改后的表述如下： 

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员工层面的结果变量（如适应性行为与任务绩效；Noy & Zhang, 2023；

Wijayati et al., 2022），且在认知层面往往侧重单一路径的解释，较少同时刻画不同类型认知

加工对领导反应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项目引入双系统加工理论，提出领导对下属人机协

作的反应既存在“冷”加工模式(即基于精细化认知的理性评估)，也存在“热”加工模式(即

基于防御性应激的非理性反应)。该框架不仅弥补了以往研究对领导认知加工过程的研究不

足，还为探讨领导在数智化转型中的行为反应提供了新的解释思路…… 

上述修改提升了本研究的理论清晰度与严谨性，再次感谢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 

 

意见 4：目前文献综述是围绕“人机协作”开展了定义、领导、前因、后果等综述。但事实

上，本研究设想主要聚焦的问题是员工人机协作如何影响领导行为。那么，是否还需要回顾

人机协作的前因？建议应当围绕研究问题来对文献综述内容做进一步优化。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重要建议。基于您的建议和指导，我们主要从两个大的方面进行了论文

的修改。 

一方面，我们对是否保留“人机协作前因”部分进行了进一步反思与论证。本研究关注

的是员工人机协作对领导行为的影响，本质上属于人机协作“结果”研究中的一个特定方向。

基于这一研究定位，我们保留对人机协作前因的简要综述，主要出于对该研究领域发展脉络

进行界定的考虑。 

具体而言，既有研究在早期阶段主要聚焦于个体是否接受与使用 AI技术，随后逐步拓

展至探讨人机协作的形成机制，即哪些因素促进或抑制人机协作的发生。因此，人机协作前

因的研究已相对成熟，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积累。相比之下，关于人机协作后果的研究仍

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尤其是从观察者视角出发，探讨员工人机协作如何影响他人（如领导）

的认知与行为反应，相关研究仍较为有限。 

基于上述研究脉络，本文在文献综述中保留人机协作前因的简要回顾，旨在说明该领域

在“人机协作如何产生”这一问题上已形成较为充分的理论基础，从而凸显“人机协作产生

之后会带来什么影响”这一问题的研究价值。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聚焦于人机协作后果

中的一个更为细分但尚未充分探讨的方向，即领导作为关键观察者对下属人机协作的反应机

制。相关修改请参见“2.2 人机协作的前因”蓝色字体部分（pp. 14-15）。 

另一方面，我们也认同您关于“文献综述应围绕研究问题进一步优化”的建议，并据此

对相关内容进行了系统调整。整体上来说，文献综述由原先的“主题展开式综述”转变为围



绕核心研究问题的“问题导向式综述”，从而在结构与内容上均更紧密地服务于本文的研究

目标。具体修改如下： 

第一，对“2.2 人机协作的前因”部分进行了结构梳理和内容简化。修订稿将相关研究

更清晰地归纳为个体因素、AI 特征和情境因素三个方面，以增强文献综述的条理性和可读

性，避免内容展开过于分散。同时，在本节开头补充说明了回顾前因研究的必要性，指出现

有研究对人机协作前因已有大量探讨，但对其后效机制关注不足，尤其是在领导如何看待并

回应下属人机协作方面仍较为匮乏。这一调整为凸显本研究的理论贡献提供了铺垫。相关修

改请参见“2.2 人机协作的前因”蓝色字体部分（p. 14）。 

第二，对文献综述整体结构进行了优化重组，增强递进逻辑。修订后的结构按“人机协

作的前因—人机协作的结果—人机协作情境下的领导力研究”重新组织。这样调整的考虑在

于：先呈现人机协作的研究概况，使读者了解前因研究相对成熟、结果研究相对薄弱的现状；

再聚焦于结果研究中被忽视的方向——领导作为观察者如何感知和回应下属人机协作；最后

将领导力研究置于结果研究之后，自然地从“人机协作发生之后会产生何种影响”过渡到“领

导如何看待并回应这些影响”，与本文后续内容形成紧密衔接。相关修改请见“2 研究现状

与述评”蓝色字体部分（pp. 13-18）。 

第三，在“人机协作情境下的领导力研究”部分补充了文献述评，进一步明确研究切入

点。修订稿在梳理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现有研究多将领导视为技术应用的推动者、组织

变革的管理者或人机协同决策的参与者，而较少关注领导作为下属人机协作行为“观察者”

和“回应者”的角色。同时，我们进一步强调，在现实组织情境中，领导对下属人机协作的

反应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而这一差异及其作用机制尚缺乏系统解释。基于此，本文将研究重

点从“领导如何推动 AI”推进至“领导如何回应下属的人机协作”。相关修改请参见“2.4 人

机协作情境下的领导力研究”蓝色字体部分（p. 17）。 

 

意见 5：目前研究三的几个假设都是关于领导行为影响下属人机协作，是图 5中的中介和因

变量之间关系，而没有纳入自变量。是否应该做一个因果关系推断检验？事实上，正如最开

始提到的，这个研究似乎更像是关注了反向的因果关系，即领导行为对员工人机协作的影响

更显著。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设性意见。我们认同审稿专家的建议：原稿在研究 3的表述中，确

实较多聚焦于领导行为反应与下属后续人机协作之间的关系，而对研究 3的理论定位、动态

逻辑及其与前两个研究之间的衔接说明还不够充分，因而容易引发“是否只是反向因果关系

检验”以及“是否应进一步进行严格因果推断”的疑问。该意见对我们进一步澄清研究 3

的研究目的和分析逻辑具有重要启发。 

结合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对研究 3作了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研究 3开头部分补充说明其理论定位，在理论部分补充“领导行为反应—下属

后续人机协作”之间的反馈回路逻辑（p. 25），明确研究 3并非对前两个研究主效应方向的

重复验证，而是将前两个研究揭示的即时反应机制拓展为一个动态反馈过程。具体修改内容

如下： 

研究 1和研究 2基于双系统加工理论，从“冷”和“热”两类反应模式出发，探讨了领

导对下属人机协作的即时行为反应。然而，尽管上述研究有助于揭示领导反应的形成机制，

但仍不足以回答这些反应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下属后续的人机协作行为，以及这一影响在持续

互动过程中如何演化。考虑到人机协作的可持续性是组织数智化变革的重要驱动力，仅关注

领导的即时反应仍难以充分揭示其对组织长期发展的意义。基于此，研究 3并不试图对前两

个研究中的主效应方向进行简单重复验证，也并非将原有关系作线性“反向化”处理，而是

将前两个研究发现嵌入一个动态反馈框架之中，进一步探讨领导反应如何反过来塑造下属后



续人机协作的可持续性，从而更完整地揭示下属人机协作与领导反应之间的演化关系…… 

第二，进一步调整研究 3的正文表述与命题形式，使其更准确体现动态反馈与持续塑造

的研究目的。同时，我们将原有“假设”表述（现为“命题”表述）进一步调整为更符合动

态推演逻辑的形式，以避免研究 3被理解为对单一路径因果关系的简单检验。相关修改请见

研究 3正文表述部分（pp. 26-28）。 

第三，对相关假设/命题表述进行了修订，以更好回应审稿专家关于反向因果与因果方

向的关切。修订稿中不再将研究 3简单界定为对某一方向主效应的重复检验，而是将其界定

为对领导—下属互动反馈关系的理论拓展（p. 27）。我们认为，研究 3强调的是一种行为演

化过程，而非简单地将原有关系“反向化”。关于更严格意义上的因果推断与方向识别，我

们将在后续项目推进中的实证子研究中，结合纵向设计、交叉滞后检验及其他更为严格的识

别策略进一步完成。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需要指出的是，在人机协作情境下，领导行为反应与下属行为之间并非单向、静态的线

性关系，而更可能表现为持续互动中的动态耦合过程。一方面，领导可能基于下属先前的人

机协作表现作出相应反应；另一方面，领导的行为反应又会进一步影响下属后续的人机协作

意愿与行为。由此，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单向作用关系，而更可能呈现出随时间推进而不断

相互塑造的动态反馈特征。基于这一认识，研究 3将在纵向研究设计下，采用交叉滞后分析

思路，在控制变量前期水平及其稳定性影响的基础上，考察领导不同行为反应对下属后续人

机协作变化的预测作用，并进一步检验下属前期人机协作对领导后续行为反应的反向预测作

用…… 

 

意见 6：关联的，作者在创新之处中提到，一大特点是把领导放到观察者角度来研究。但现

实人机协作应用过程中，领导真的是观察者吗？还是主导者？需要说明讨论。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认同审稿专家的建议。针对审稿专家提出的这一问题，

本文在修订中主要作了以下二点回应： 

第一，关于“领导究竟是观察者还是主导者”的问题，本文在修订稿中明确指出：领导

在现实人机协作情境中往往同时兼具主导者与观察者双重角色。一方面，领导需要决定是否

推动 AI应用，并在技术采纳、资源配置、规则制定和团队信任塑造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另一方面，领导也需要对下属已经发生的人机协作行为进行感知、解释、评估与回应。因此，

领导不仅是人机协作的推动者，也是下属人机协作行为的实际观察者与反应者。 

第二，本文并未否认领导的主导者角色，而是有意识地聚焦于其中相对被忽视、但真实

存在的“观察者”侧面。我们之所以将领导置于观察者视角加以研究，并非认为领导在人机

协作中只是被动观察者，而是认为：相较于已有研究对领导推动 AI应用、配置资源等主导

功能的关注，现有文献对领导如何感知、解释、评估并回应下属已经发生的人机协作行为讨

论相对不足。我们认为，这一侧面在现有研究中相对缺乏关注，因此构成了本文试图补充的

重要视角。 

基于上述澄清，本文对“4 理论构建与创新之处”中第一点（p. 28）以及“2.5 文献述

评”部分（pp. 17-18）均进行了相应修改，重点补充了以下内容：（1）明确指出领导在人机

协作过程中兼具主导者与观察者双重角色；（2）说明本文并不否认领导的主导者角色，而是

聚焦于其中相对被忽视的观察者侧面；（3）补入“领导不仅需要决定是否推动 AI应用，也

需要对下属已经发生的人机协作行为进行感知、解释、评估与回应”的相关表述，以回应审

稿专家关于领导角色定位的关切；（4）在“2.5 文献述评”部分进一步补充了领导作为观察

者的研究缺口及其理论意义，以增强研究问题提出的逻辑完整性。 

通过补充上述内容，本文对研究问题来源、研究缺口以及研究视角的界定更加清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轮 

 

审稿人意见： 

感谢作者针对我上一轮论文评审提出的各项修改意见开展了详细思考、回复及修改。我

认为，这些修改都是卓有成效的，使得目前论文质量有了较显著的提升。与此同时，我还有

几个小问题，建议作者进一步考虑完善。 

回应：非常感谢您给我们机会修改和重新提交我们的论文（《下属人机协作与领导的多元反

应：基于双系统加工视角》；稿件编号：jz26-025）。也非常感谢您提出的具有建设性的评论

和建议，我们在本次修改的论文中努力解决您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希望您能认为我们修改

后的论文有较大的提升。 

 

意见 1：关于人机协同的定义，目前你把它界定为一种“工作模式”，这是否最合适？还是

说是行为？如果是模式，那么就是是否的问题，对所有领导的影响也应该是一致的。而只有

关注行为的程度或者强度，才可能去讨论其对领导的影响程度。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宝贵意见。我们完全接受您的建议，将人机协作定义为一种行为而非工

作模式，基于此，我们对人机协作进行了重新界定并且更新了正文内容（请参见引言第 2-4

行内容）。 

具体的，我们参考Murray等人(2021)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上发表的联

合代理理论经典文献，将人机协作的核心定义修改为：人类与 AI通过整合双方非对称且互

补的能力进行持续交互，以联合代理关系为基础，共同完成任何一方无法独立实现、或独立

完成效果更差的任务的协同行为 (Murray et al., 2021)。 

上述修改严格遵循了Murray等人(2021, p. 558)对人机协作的界定，该文从联合代理理

论视角出发，明确将人机协作定义为一种动态的交互行为过程，而非静态的组织模式。其核

心理论优势体现在三个方面：（1）联合代理理论的本质是研究多个行动主体如何通过交互行

为共同完成任务，将人机协作界定为“协同行为”与该理论的核心内涵高度契合；（2）“行

为”是一个可以测量其频率和强度的连续变量，这与本研究拟采用的量表测量方法和回归分

析逻辑一致；（3）在组织现实中，人机协作从来不是“有或无”的二元状态，而是从低程度

的 AI辅助支持到高程度的人机联合决策等，行为视角的定义更能准确反映这一实践特征。

再次衷心感谢您的宝贵意见，这一修改显著提升了本文的理论严谨性。 

 

意见 2：关于澄清研究领导如何心理和行为回应的理由，我接受你提到的有这个因果方向影

响。但同时，建议你还需要考虑如何考虑，比如目前已有一些研究关注了领导对于员工使用

AI行为的归因，那么你所提出的心理和行为回应与这些现有研究如何对话？建议补充讨论。 

回应：感谢您提出这一重要而富有启发性的建议，该意见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澄清本文与已有

归因研究之间的理论对话关系。基于此，我们在修订稿中进一步明确了本文与既有归因研究

的关系。 

具体而言，我们认为已有研究为理解人机协作情境下的观察者归因提供了重要基础。例

如，He 等（2025）从领导视角出发，基于归因理论发现，员工使用机器人辅助完成工作可

能引发领导的“虚幻绩效转移”（illusory performance transference），即领导倾向于将机器人

辅助产生的绩效成果归因于员工自身能力，从而高估其工作绩效。此外，Zhou 等（2025）

从同事视角发现，当同事将员工 AI使用归因为偷懒时，会降低对该员工道德性的评价，并

进一步减少帮助行为。这些研究表明，员工 AI使用或人机协作不仅会影响行为者自身，也

会引发观察者对其能力、责任或道德性的归因判断。 

然而，我们认为现有归因研究仍有进一步拓展空间，本文的“冷”反应部分正是在这一



基础上展开进一步推进。第一，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人机协作或 AI 使用结果的归因问题，

即绩效、责任或道德评价应归因于谁；而本文进一步关注领导如何解释下属人机协作行为本

身的组织意义。换言之，我们关注的不仅是“人机协作带来的绩效成果应归功于员工还是 

AI”，而是“领导如何理解下属为什么从事人机协作，以及这一行为意味着什么”。由于下

属人机协作同时包含员工努力、AI赋能、技术适应、形象展示和责任边界模糊等多重信号，

领导需要对这一协作行为进行更复杂的归因性意义建构。 

第二，本文进一步揭示了领导对下属人机协作的矛盾性归因结构。已有研究较多关注某

一特定归因方向，例如领导将人机协作带来的绩效成果归因于员工能力，或同事将员工 AI 

使用归因为偷懒。相比之下，本文认为，同一下属人机协作行为可能同时激发领导的积极解

释和怀疑性解释。一方面，领导可能将其归因为下属试图提升绩效，进而认为下属具有较强

的技术适应力；另一方面，领导也可能将其归因为下属试图塑造积极形象或迎合组织技术导

向，进而认为下属借助 AI分散个人责任。因此，本文在研究 1a中同时区分绩效提升归因和

印象管理归因，并进一步考察二者如何分别通过领导感知的技术适应力和人机责任扩散，影

响领导对下属的授权和提拔行为。 

第三，本文将领导归因从“认知评价”进一步推进到“发展性管理行为”。既有归因研

究主要关注绩效评价、道德评价或同事帮助等评价性后果，而本文强调领导不同于一般观察

者，其归因判断不仅影响对下属的评价，也会进一步转化为资源配置和职业发展相关的管理

行为。即领导如果将下属人机协作理解为绩效提升和技术适应的表现，可能更愿意授权和提

拔该下属。但如果将其理解为印象管理和责任扩散，则可能减少对该下属的发展性支持。由

此，本文将人机协作情境下的归因研究从“观察者如何评价员工”推进到“领导如何基于归

因进行管理决策”。 

基于上述思路，我们在正文中进行了以下具体修改。 

第一，在“3.1.1 研究 1a：领导对下属人机协作动机的认知与行为反应”部分（p. 27），

我们补充了研究 1a 与已有归因研究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我们新增说明：研究 1a 并非

简单重复已有关于人机协作结果归因的研究，而是将领导对下属人机协作的归因理解为一种

“归因性意义建构”。不同于传统归因研究主要关注行为结果应归因于谁，或成功与失败责

任如何分配，人机协作情境下的领导归因具有更强复杂性。由于下属人机协作同时包含员工

努力、AI 赋能、技术适应、形象展示与责任边界模糊等多重信号，领导需要解释这一行为

究竟体现了下属主动提升绩效和适应技术变革的能力，还是体现了下属借助 AI 包装自身能

力、迎合组织技术导向或分散个人责任的策略性动机。因此，本文进一步区分绩效提升归因

与印象管理归因，并考察不同归因如何通过领导对下属技术适应力和人机责任扩散的感知，

影响领导的授权和提拔行为。 

第二，在“4 理论建构与创新之处”的第二点（p. 36），我们修改了原文以进一步突显

本文相较于以往从归因视角探讨人机协作的研究的理论贡献或不同之处。具体内容如下： 

“第二，从理论框架上来看，本研究从“冷”加工和“热”加工双重机制解释领导对下

属人机协作的反应模式，在已有归因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人机协作影响效应的整合性理论

框架。虽然已有少数研究开始关注领导或其他观察者对员工 AI 使用或人机协作行为的归

因，例如，领导可能将人机协作的绩效归因于员工，从而高估其绩效（He et al., 2025），同

事也可能将员工 AI 使用归因为偷懒并减少帮助行为（Zhou et al., 2025）。这些研究为理解

人机协作情境下的观察者归因提供了重要基础，但其重点主要集中在绩效结果归因、责任归

因或道德归因，尚未充分解释领导如何对下属人机协作行为本身进行归因性意义建构，也较

少将归因过程与领导的其他心理和行为反应纳入同一理论框架。基于双系统加工理论，本研

究进一步提出，领导对下属人机协作的反应包含“冷”加工和“热”加工两类机制。在“冷”

加工路径中，本研究将已有归因研究进一步推进到领导对下属人机协作行为的意义解释，区



分绩效提升归因与印象管理归因，并考察其如何通过技术适应力感知和人机责任扩散感知影

响领导的授权与提拔行为。在“热”加工路径中，本研究进一步揭示领导可能因 AI 赋能下

属而产生相对剥夺感，并采取报复性无礼行为。由此，本研究将既有归因研究纳入“冷”反

应路径，并进一步拓展出“热”情绪化反应路径，构建了“领导认知加工—行为反应—人机

协作可持续性”的整合性理论框架，深化了对 AI时代领导如何回应下属人机协作的理解。” 

再次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设性意见，这一建议帮助我们更清楚地呈现了本文与已有归因研

究之间的理论对话关系，也进一步提升了本文理论贡献的清晰度。 

 

意见 3：关于研究 3的说明，我还是有保留意见。因为目前说法还是会让人疑惑，究竟这两

者的因果关系是怎样的？或者说领导回应的关键结果真的应该是人机协作吗？除非你是要

强烈领导员工他们就是一个相互影响的成对系统？在你研究的场景里面，领导就是对员工人

机协作有很大影响？这方面我持保留意见，留给主审专家评判建议。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的进一步提醒和审慎意见。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研究 3提出的进一步提

醒。我们认真理解了专家关于“领导回应与员工人机协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否清晰”“领导

回应的关键结果是否应当设定为人机协作”以及“是否需要将领导—员工视为相互影响的成

对系统”的疑问。该意见对我们进一步完善研究构想具有重要启发。由于本项目目前仍处于

研究设计和理论构建阶段，研究 3尚未正式开展，因此专家的意见帮助我们在研究实施之前

及时调整研究定位、收敛理论边界，并避免在构想阶段过度预设因果关系。 

首先，我们同意审稿专家的建议：领导回应并不只会影响员工的人机协作行为，也可能

影响员工的情绪反应、心理安全感、工作投入、创新意愿、技术采纳态度、绩效表现以及对

组织数字化变革的总体态度等多种结果。因此，在修改后的研究构想中，我们已避免将员工

人机协作表述为领导回应的唯一结果或必然结果，而是将其界定为领导回应可能影响的一个

重要后续行为结果。换言之，本研究并不主张员工人机协作一定是领导回应最直接、最核心

或唯一的结果变量，而是认为在人工智能逐渐嵌入工作流程的情境下，员工是否愿意继续使

用 AI、如何与 AI协作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将 AI纳入工作实践，是领导回应可能产生影响的

重要行为表现之一。基于此，我们已在正文中相应弱化了“领导回应直接决定员工人机协作”

的表述，改为更审慎地强调领导回应可能作为一种重要社会情境线索，影响员工对人机协作

的理解、评价和后续行为倾向。 

其次，尽管领导回应可能影响员工的多种心理与行为结果，我们仍认为，在本项目关注

的智能技术嵌入组织工作的场景中，将员工人机协作作为研究 3的重要结果变量具有一定合

理性。近年来关于人工智能与组织管理的研究指出，AI 已不再只是单纯的自动化工具，而

是逐渐成为能够参与判断、决策、协作和知识生成的工作伙伴，进而改变员工的任务边界、

角色认知和工作互动方式。Raisch 和 Krakowski（2021）提出，AI 在管理情境中同时具有

自动化与增强作用，会重新塑造人与技术之间的任务分工关系；近期关于生成式 AI的研究

进一步指出，员工与 AI的关系不再只是“是否采纳技术”的问题，而是涉及人类能动性、

AI能动性、角色分工、任务互补和组织治理等更复杂的问题（Krakowski, 2025）。同时，员

工—AI 协作也会影响员工工作投入、组织公民行为、印象管理顾虑、工作疏离和反生产行

为等组织行为结果（Bai et al., 2025; Hai et al., 2025; Meng et al., 2025; Sun et al., 2025）。因此，

员工是否愿意持续与 AI协作、如何与 AI协作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将 AI纳入工作流程，已成

为理解数字化组织行为的重要问题。 

进一步而言，员工人机协作并非单纯由技术功能或员工个人偏好决定，而是嵌入在组织

规范、领导支持、资源配置、绩效评价和社会互动之中。近期研究已经开始关注领导行为如

何影响员工人机协作。例如，Wang等（2025）发现，变革型领导能够通过提升员工感知组

织支持促进员工 AI使用；Yin等（2024）在酒店业情境中发现，AI觉察与变革导向领导会



交互影响员工的保护性行为及其与 AI的协作反应；Zárate-Torres 等（2025）也从概念模型

层面讨论了领导对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协同关系的影响。这些研究共同表明，领导并不是员

工 AI使用过程中的外部旁观者，而是可能通过意义赋予、情境支持、资源供给和规范引导

影响员工如何理解和开展人机协作的重要情境因素。基于此，本研究构想并不是简单假设“领

导回应必然导致员工人机协作”，而是希望进一步探讨：在人工智能工作情境中，领导回应

是否以及如何成为影响员工后续人机协作的重要社会情境线索。 

第三，我们也赞同审稿专家关于“领导—员工是否构成相互影响的成对系统”的建议。

从更完整的理论视角来看，领导回应与员工人机协作之间确实可能并非单向、静态关系，而

是存在动态反馈过程。一方面，员工的人机协作行为可能引发领导的积极、消极或矛盾性回

应；另一方面，领导的回应又可能反过来影响员工后续的人机协作意愿、协作深度和持续使

用行为。因此，二者很可能构成一个相互影响、不断调整的互动系统。基于专家意见，我们

已在研究构想中进一步明确：研究 3并不试图在当前阶段全面构建和检验领导—员工人机协

作的动态成对系统，而是将其作为一个更具可操作性的初步研究，重点考察领导回应作为员

工理解 AI协作行为的重要社会线索，是否会影响员工后续的人机协作倾向。对于更复杂的

双向因果、递归反馈和配对互动过程，我们将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拓展。 

第四，关于“领导回应的关键结果是否真的应该是人机协作”的问题，我们也在修改中

更加审慎地界定了研究 3的目标。我们不再将研究 3定位为证明“领导回应最直接导致人机

协作”，而是将其定位为探索领导回应在员工人机协作形成过程中的情境作用。具体而言，

研究 3拟考察的是：当员工已经处于与 AI协作的工作情境中时，领导对该行为的回应是否

会进一步影响员工后续的人机协作意愿、协作深度或持续使用倾向。这样的处理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避免将领导回应泛化为所有员工反应的唯一前因，也能更准确地体现本研究的问题意

识，即在技术嵌入组织工作的过程中，领导如何通过回应员工的 AI使用行为，影响员工后

续与 AI协同工作的可能性。 

进一步而言，我们也认可审稿专家关于“人机协作是否是领导回应最直接结果”的意见。

确实，从更完整的理论模型来看，领导回应对员工人机协作的影响未必表现为简单、直接的

线性关系。领导回应可能首先影响员工对 AI使用行为的意义解释、心理安全感、技术使用

信心、角色合法性感知、组织支持感或责任归属判断，进而影响其后续是否愿意继续开展人

机协作、如何调整与 AI 的协作方式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将 AI 纳入工作流程。这一理解也与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和意义建构理论的基本观点一致，即个体会根据组织中的社会线索理解情

境、解释行为意义，并据此调整后续反应（Salancik & Pfeffer, 1978; Weick, 1995）。因此，相

较于单纯检验“领导回应是否直接影响人机协作”，未来同样也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可能是：

领导回应究竟通过何种心理机制影响员工人机协作？在什么条件下这种影响更强或更弱？

不同类型的领导回应是否会产生不同作用路径？ 

基于这一理解，我们已在修改后的研究构想中进一步调整研究 3的定位。研究 3不再被

表述为对“领导回应—员工人机协作”直接因果关系的强检验，而是作为一个初步研究构想，

用于探索领导回应作为社会情境线索对员工后续人机协作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正式开展研究

时，我们将更加关注其中潜在的中介机制和边界条件。例如，领导支持性回应可能通过增强

员工心理安全感、AI 使用信心或组织认可感来促进人机协作；而领导质疑性或否定性回应

则可能通过增加员工评价顾虑、技术焦虑或责任风险感来削弱人机协作。同时，这一过程也

可能受到员工 AI经验、AI态度、任务互依性、组织 AI准备度、数字化支持氛围以及领导

—员工关系质量等因素的调节。近期研究也提示，组织 AI准备度、数字化工作要求、人机

适配、AI信任、AI威胁感和员工韧性等因素都会影响人机协作的实际后果（Duong et al., 2026; 

Hai et al., 2025; Liu et al., 2025; Yu et al., 2026）。因此，我们将在正文中进一步弱化直接效应

表述，并将“中介机制、边界条件以及领导—员工互动系统”作为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加以



说明。 

第五，我们将在后续正式研究设计中进一步注意控制或区分其他可能影响员工人机协作

的因素。例如，员工自身的 AI使用经验、技术能力、AI态度、任务特征、组织数字化支持、

同事影响以及工作资源等，都可能影响员工是否愿意开展人机协作。因此，在研究 3正式开

展时，我们将尽可能在研究设计和统计分析中纳入相关控制变量，或在实验设计中保持这些

因素相对一致，以更清楚地识别领导回应的独特作用。同时，我们也将在理论部分明确说明：

领导回应只是影响员工人机协作的重要情境因素之一，而不是唯一因素。 

当然，鉴于本项目目前仍处于研究构想阶段，且项目整体篇幅、时间和研究资源有限，

我们也无法在当前方案中全面展开所有潜在机制和边界条件。相较于将研究 3设计为一个高

度复杂的动态系统模型，本项目当前更侧重于前面部分的理论构建与核心问题阐释，即说明

在人工智能嵌入组织工作的背景下，员工人机协作不仅受到技术因素和个体因素影响，也可

能受到领导回应这一重要社会情境因素的塑造。换言之，研究 3的功能主要在于为后续深入

研究领导回应如何影响员工人机协作提供初步理论基础，而不是在当前阶段穷尽所有可能机

制、边界条件和动态反馈过程。我们已在正文中相应弱化了直接效应表述，并将“中介机制、

边界条件以及领导—员工互动系统”作为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加以说明。 

综上，我们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设性意见。根据该意见，我们已对研究 3(pp. 32-35 )

的理论定位和研究表述进行了调整：一方面，弱化了领导回应与员工人机协作之间过强的单

向因果表述，避免将人机协作呈现为领导回应的唯一、必然或最直接结果；另一方面，更明

确地将研究 3定位为一项拟开展的探索性研究，旨在考察领导回应是否可能作为重要社会情

境因素影响员工后续人机协作。同时，我们也在正文中补充说明，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从中

介机制、边界条件和领导—员工动态互动系统等方面展开更深入检验。我们相信，这些修改

能够使研究构想更加审慎、清晰，也能够更好地回应专家关于因果关系、结果变量选择和研

究边界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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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4：关于领导作为观察者的意义，事实上你在这个论文中并没有去关注他作为主导者的

影响机制。我建议你应该在理论构建与创新之处的第一点中，进一步尝试阐述，为什么关注

领导作为观察者如何重要？除了现实存在之外，能够解决领导作为主导者时候什么无法解决



的问题？进而凸显看这个方面的意义。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的宝贵建议。我们认同您的意见，即如果仅仅指出领导作为“观察者”

在现实中存在，尚不足以充分凸显该研究视角的理论意义；还需要进一步说明，相较于既有

关于领导作为人机协作“主导者”的研究，本研究关注领导作为“观察者”能够补充和解决

哪些尚未被充分解释的问题。基于您的建议，我们对“理论构建与创新之处”的第一点进行

了进一步修改和强化。 

具体而言，我们在修订稿中进一步区分了领导作为“主导者”与作为“观察者”所关注

的不同理论问题。既有研究更多关注领导如何推动技术引入、配置资源、制定规则并塑造员

工的人机协作过程，即主要回答领导如何“推动”和“塑造”人机协作的问题。然而，这一

视角较难解释当员工已经主动与机器人展开协作之后，领导如何理解、评价并回应这种协作

行为。为此，我们进一步强调，领导作为观察者并非只是被动旁观者，而是组织中的关键社

会评价者和意义建构者，其对下属人机协作行为的解释和判断，可能进一步影响员工的绩效

评价、资源分配、授权决策、支持行为以及人机协作在组织中的扩散与制度化过程。 

因此，我们在修订稿中明确指出，关注领导作为观察者的意义，不仅在于这一角色在现

实组织中真实存在，更在于该视角能够弥补行为者视角对员工人机协作发生之后的社会认

知、评价反馈和管理后果关注不足的局限。相较于行为者视角强调“前端”的技术采纳、任

务设计和制度安排，观察者视角更有助于回答“员工人机协作行为如何被组织关键评价者理

解，并进一步转化为管理后果”这一问题。通过这一修改，我们希望更清晰地凸显本研究在

研究视角和理论构建上的独特贡献。 

修订后的相关表述如下： 

第一，从研究视角来看，本研究聚焦领导作为人机协作“观察者”的角色，拓展了既有

人机协作研究中过度强调行为主体或管理主导者的研究取向。既有研究大多关注员工如何直

接参与人机协作，或领导如何作为技术引入者、资源配置者和规则制定者推动人机协作展开。

然而，仅从“领导作为主导者”的角度出发，较难解释员工已经主动展开人机协作之后，领

导如何理解、评价并回应这种行为。换言之，行为者视角主要回答领导如何“推动”和“塑

造”人机协作，而观察者视角则进一步揭示领导如何“解释”和“回应”员工的人机协作行

为。领导作为观察者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现实存在，更在于领导掌握正式评价权、资源分配

权和管理干预权，其对下属人机协作的认知判断可能进一步影响员工的绩效评价、发展机会、

资源支持和后续授权。由此，关注领导作为观察者，有助于弥补行为者视角对员工人机协作

发生之后的社会认知、评价反馈和管理后果关注不足的局限。尽管已有研究开始从观察者视

角探讨同事对员工人机协作的认知与评价（Erengin et al., 2025），但领导作为关键组织评价

者如何感知、解释、评估与回应下属的人机协作仍缺乏系统探讨，这也构成了本研究试图补

充的重要视角。这一不足限制了我们对领导如何形成差异化反应的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制

约了对人机协作在组织中扩散与制度化过程的把握。基于此，本研究聚焦领导作为观察者的

角色，系统分析其对下属人机协作的认知加工机制及行为反应模式，不仅拓展了观察者视角

在人机协作研究中的适用范围，也有助于更完整地理解技术变革背景下领导角色的复杂性及

其管理内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编委意见：经过仔细阅读、评估审稿意见和回复，以及考虑到这是基金委经过两轮评审的研

究设想，建议录用。 

 


